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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的偏差为何形成？

———基于政策执行的社会嵌入视角的分析
程多闻

摘要：
【问题】作为非移民国家，日本政府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通过“边门”渠

道接收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虽然政府在设置这些渠道时强调保
护劳动者的权利，但伴随外籍劳动者规模的扩大，其权益问题却日
渐凸显。如何解释这种政策偏差的形成？

【方法】论文通过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对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的言辞、输出
和结果进行区分和对照，界定政策偏差；并以日系人劳动者和中国
技能实习生为个案研究对象，从移民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两个维度研
究政策执行的社会嵌入导致政策偏差的机制。

【发现】日本政府在设置“边门”渠道的同时主要依托商业化的力量管理非
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的跨国流动，这些劳动者进入日本后成为日渐
弹性化的劳动力市场中的有机构成部分。政策执行的这两方面社会
嵌入推动了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数量的增加，但却导致这些劳动者
的基本权利受到限制，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也很难得到提升。

【结论】论文从理论上指出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劳工移民政策面临劳工跨国
流动的“商品化”和劳动力市场弹性化的结构性限制。论文也指出
了日本政府在改革外籍劳动者管理体制的同时，加强对劳动力市场
规制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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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之窗】
本研究对我国构建外来移民治理体系的启示：
!

　 政府可以通过双边政府间协议和设立专门机构管控移民体制的商业化。
!

　 政府需从日常生产和生活层面加强对外来移民就业的规制，保障其经济
和社会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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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在劳工移民政策研究领域，日本是一个特殊的案例。从数据来看，外籍劳
动者①在日本全体劳动者中所占的比例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② 而从政策来看，
近３０年来的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在１９９０年修订的《出入国管理法》（简称《入
管法》）确立的“九零年体制”下展开。一方面，在少子老龄化时代人手不足
现象越发严重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仍坚持不接收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的官方
立场，并认为日本不存在以定居为目的接收劳工移民的政策；另一方面，日本
政府也通过“边门”渠道接收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他们的数量日渐增多，
但其权益受损的问题也日渐突出。

日本国会２０１８年年底通过了《入管法》修正案，其规定自２０１９年４月起
以拥有一定技能的外国人为对象设立新的在留资格“特定技能”，他们在日本工
作的年限和定居的权利有一定的扩展。力推法案通过的安倍晋三首相虽然强调
法案修改对日本经济的重要意义，但也强调其不意味着日本转向采取移民政策。
虽然在日的外籍劳动者数量今后仍会增加，但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的困境能否
得到解决仍有待观察。本文以政策偏差的概念把握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的困境，
并以日系人③劳动者和技能实习生④为个案研究的对象，从移民体制和劳动力市
场两个维度研究政策执行的社会嵌入导致政策偏差的机制。本文的研究不仅有
助于把握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的发展方向，也为理解发达国家劳工移民政策提
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可以为我国外来移民治理体系的构建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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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外籍劳动者政策”是日本的官方用语，日本政府坚持认为日本不存在以定居为前提
接收劳工移民的政策，所以本文涉及日本相关的政策时不使用劳工移民的用法，但在理论分
析上采用“劳工移民”的术语。

２０１０年外籍劳动者占日本全体劳动者人口的比例仅为１％，２０１６年这一比例为
１ ６％。而这一比例在其他发达国家分别是德国９ ４％ （２０１０年），美国１５ ２％ （２００５年），
法国５ ８％ （２０１０年），英国１０ ３％ （２０１６年）。参见

!

鮏政策研究·研修机构（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デ

"

タブック：国际!

鮏比较』、８４页。
“日系人”指的是移民到日本以外国家并取得该国国籍的日本人及其子孙，相当于中

国的华人概念。
在研修／技能实习制度早期，外国人需要经过１年的研修之后才能成为技能实习生，

但从２０１０年后，外国人进入日本后经过两三个月的研修就能获得技能实习的资格。虽然日本
现在仍设置了“研修”这一资格，但其从事的活动限定于完全不伴随实务性研修的研修和具
有公共性质的研修。因而，现在的在日技能实习生已经不再具有“研修”资格，也不能再被
称为研修生，但国内的一些媒体仍习惯用“研修生”来指称“技能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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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与分析框架建立

（一）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研究的文献回顾

早期关于日本移民政策的研究多强调其封闭的一面（Ｂａｒｔｒａｍ，２０００；藤井，
２００７）；而最近的研究则认为日本谨慎的移民政策确保了国内政治的稳定，并得
以通过接收外籍劳动者支持特定产业的发展（Ｌｉｎｄ，２０１８；Ｔｉａｎ，２０１９）。学界
关于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究竟是开放还是封闭、成功还是失败的争论广泛存在。
近年的诸多研究则以移民政策“偏差”（ｇａｐ）的概念研究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
的内在矛盾（Ｃｈｉａｖａｃｃｉ，２０１２；Ｋｏｍｉｎｅ，２０１８）。本文认为，“政策偏差”的概
念有助于把握这一政策的多个面向和政策的动态过程，但现有研究对政策偏差
的分析主要围绕接收外籍劳动者的技能和数量展开，忽略了“权利”的维度；
同时，现有研究多是从政策制定的角度说明日本为何采用“边门”渠道，但
“边门”渠道的存在本身并不能解释大量外籍劳动者是如何通过这一渠道进入
的，也不能说明其权益问题的形成机制，因此，需要通过研究日本外籍劳动者
政策的执行来解释政策偏差的成因。

从有关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困境成因的研究来看，文化的路径强调日本社
会单一族群的文化传统使得外籍劳动者进入日本之后较难融入地方社会（Ｐｅｎｇ，
２０１６）；而社会—经济的路径则认为日本独特的社会—经济结构（如对本国劳动
者就业的重视）使得外籍劳动者政策的改革受到限制（森，１９９４；上林，
２０１５）；国际移民视角下的解释则从全球化时代“资本的上向集中和劳务的下向
外包之间的矛盾”以及“劳工管理的分散化或碎片化和对移民控制的集中化之
间的矛盾”展开分析（项飚，２０１３）。相关研究都存在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文
化的解释忽视了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的新近变化；社会—经济结构的解释对近
年来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关注较少；而国际移民视角的研究对日本相关政策
的执行过程关注不够。从移民政策的理论分析来看，虽然政府希望通过制定移
民政策影响跨国移民的流动，但移民政策的有效性经常会受到社会、经济等方
面因素（如劳动力市场、福利制度）的制约（Ｃｚａｉｋａ ＆ Ｄｅ Ｈａａｓ，２０１３：４９３）。因
此，本文认为，要解释劳工移民政策的偏差，不仅需要关注政策的制定过程，
还需要研究政策执行的社会嵌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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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公共政策执行行为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中的
政治社会行为并深受其影响和制约，这也是本文使用“社会嵌入”概念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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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嵌入与劳工移民政策偏差：分析框架

１ ． 劳工移民政策偏差的性质
对于接收劳工移民的发达国家而言，劳工移民政策的核心内容包括开放性、

技能和权利三个方面，即（１）如何规制接收的移民的数量（即“开放性”）；
（２）如何选择接收的移民的技能；（３）对接收的移民赋予何种权利（就业、福
利、定居等权利）（Ｒｕｈｓ，２００８：４０３）。同时，对劳工移民政策的研究需要结合
政策过程区分不同的层面，进而关注其中存在的偏差。例如，相关的研究认为
移民政策中存在着政策的话语和政策文本之间的偏差，政策的文本和执行的偏
差，执行的政策和移民的结果之间的偏差（Ｃｚａｉｋａ ＆ Ｄｅ Ｈａａｓ，２０１３：４９６）。政
策偏差的存在体现了移民政策的过程属性和内在矛盾。本文结合劳工移民政策
的内容和过程，将政策区分为言辞（ｒｈｅｔｏｒｉｃ）、输出（ｏｕｔｐｕｔ）和结果
（ｏｕｔｃｏｍｅ）三个层面，并主要关注政策输出和结果之间的偏差。如研究所言，
移民政策的言辞和输出之间经常存在“话语性偏差”，政府为了避免移民政策引
发政治争论，通常会采取特定的“言辞”，而政策的制定则要满足多方的利益诉
求，最终的政策输出和言辞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不应该被视为政
策的失败。而劳工移民政策输出和结果之间的偏差表明移民政策的既定目标未
能实现，是更值得关注的政策“失败”（Ｃｚａｉｋａ ＆ Ｄｅ Ｈａａｓ，２０１３：４９４）。例如，
虽然一些政府希望多接收高技能的移民和限制低技能移民的进入，但结果却是
低技能劳工移民数量大增，而高技能移民的进入数量有限；还有可能是政策对
劳工移民的权利保护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结果却是劳工移民权利受到侵害。
２ ． 劳工移民政策执行的社会嵌入与政策偏差：分析框架
从政策过程来看，劳工移民政策输出和结果之间的偏差发生在政策执行环

节，其成因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和政府执行政策的意图和能力相关，另一
方面则是和政策执行的社会嵌入有关。例如，由于受到“移民送出国和接收国
的结构性因素（如劳动力市场状况）以及移民网络和系统”的影响，移民政策
的有效性经常会受到限制（Ｃｚａｉｋａ ＆ Ｄｅ Ｈａａｓ，２０１３：４９５）。本文主要从劳工移
民的“国际移民”和“劳动者”双重身份出发，研究劳工移民政策执行的社会
嵌入导致政策输出和结果之间偏差的机制。

首先，劳工移民的跨国流动“并不是在两点之间连线的简单过程，而是一
个多维度的斡旋空间，各种的商业性招募中介、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移民
和技术参与其中”（Ｘｉａｎｇ ＆ Ｌｉｎｄｑｕｉｓｔ，２０１４：１４２）。虽然政府在劳工跨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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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多元的行为体参与到劳工移民的派出、接收、日
常管理和退出之中，而他们在跨国空间中的互动构成了塑造移民跨国流动的
“移民体制”（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ｉｍｅ）。从现实来看，“与西欧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的
客籍工人方案相比，当今作为劳工接收国的工业化国家更倾向于信任雇主和劳
务中介，而不是输出国政府”（项飚，２０１１：２４）。虽然政府可以将劳工移民的
接收和管理委托给社会和市场的行为体（这些行为体可能是非营利性的机构，
也可能是营利性的机构），但政府和这些行为体在劳工移民政策执行上既存在利
益的一致，也可能存在利益的冲突（Ｓｕｒａｋ，２０１８：４９０）。因此，劳工移民政策
的执行嵌入在移民体制的多元利益关系中，如果政府不能对这些利益关系进行
有效的管理，则会导致政策执行的偏差。

其次，劳工移民政策嵌入的社会经济体制对政策执行也有重要的影响。相
关研究指出，劳资关系、就业、福利、教育和培训等社会经济体制对于劳工移
民政策的执行有着重要的影响（Ｄｅｖｉｔｔ，２０１１：５７９）。例如，和协调型资本主义
相比，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的移民政策对移民就业条件的限制更少，但是对移
民的社会权利的限制更多（Ｒｕｈｓ，２０１８：８９）。而关于东亚各国和地区外籍护理
工政策的研究发现，女性的就业模式、社会看护的公共供给（或缺失）以及护
理服务行业劳动力市场政策会塑造政策执行的结果（Ｓｏｎｇ，２０１５）。本文聚焦于
劳工移民的劳动者身份，强调劳工移民政策执行嵌入的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和政
策偏差之间的关联：一方面，接收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会影响对特定类别劳工
移民的需求，其有时和政府的政策输出并不一致；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受规
制的情况会影响进入该国的劳工移民的就业和权利状况。

在分析框架的指引下，下文将首先对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的偏差进行界定，
然后将以日系人劳动者和技能实习生这两类日本最主要的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
者为个案研究的对象，从移民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两个维度研究政策执行的社会
嵌入，进而说明其导致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偏差的机制。

三、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偏差的界定

（一）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的言辞和输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之前，外籍劳动者问题在日本并不突出，也未进入政策
议程。８０年代末的泡沫经济使得日本出现了人手不足的现象，同时非法就业的
外国人数量激增。面对这些问题，日本政府开始制定外籍劳动者政策，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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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抑制外国人的非法就业。而且，当时日本政府认为西欧各国非熟练技能
外籍劳动者的定居导致了深刻的社会问题，因此其明确了外籍劳动者政策的立
场———只为高技能的外国人设置可以工作的资格，且外国人的进入不以长时间
的定居为前提。例如，１９８８年出台的“经济运行五年计划”和“第六次就业对
策基本计划”首次明确提出，“在可能的限度内接收拥有专门技术和技能的外国
人，但对非熟练劳动者的接收要十分慎重应对”。这一表态可被视为日本外籍劳
动者政策的官方言辞，并持续至今。

伴随着少子老龄化现象的加剧，日本政府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以来通过政策
调整扩大了外籍劳动者的接收渠道，但其基本的政策立场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
的变化。例如，虽然安倍政权自２０１３年以来以“国家战略特区”的形式缓和对
外籍劳动者接收的规制（主要在家政、农业、建筑行业），但日本政府一再强调
这些举措的目的并不是接收非熟练技能劳动者；而在２０１８年《入管法》修改的
过程中，安倍多次明确指出“不打算采取通过不设期限接纳外国人及其家属以
维持国家的政策”。①

从政策的输出来看，日本国会１９８９年６月通过修订的《入管法》，该法律
从１９９０年开始实施，其要点包括：（１）通过扩充在留资格扩大对专业技术劳动
者的接收；（２）不设置以“非熟练技能劳动”为目的入国的在留资格，并且严
厉打击外国人的非法就业；（３）设置“定住”的在留资格，第二、三代日系人
可以以该资格在日本长期居留并自由就业，同时扩充原有的“研修制度”，接收
研修生（后来发展为技能实习制度②）。１９９０年《入管法》修订规定的日本外
籍劳动者政策的基本框架延续至２０１８年《入管法》修订前，被称为“九零年
体制”。　

在“九零年体制”下，日本政府为在日的外国人设置的“在留资格”包括
“居住资格”和“活动资格”两大类，基于身份的“居住资格” （包括“永住
者”“定住者”等，“定住者”有日系人及日本人的配偶）在从事工作时没有限
制，而“活动资格”是根据所从事的活动进行分类的在留资格，其就业的行业、
岗位和时间要受到一定的限制。在“活动资格”中专门为外国人就业设置的只
有“专门技术领域”资格（包括“教授”“医疗”“经营管理”等资格，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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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共同社． 安倍否认扩大接纳外籍劳动者是“移民政策”．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２６． ｈｔｔｐｓ： ／ ／
ｃｈｉｎａ ｋｙｏｄｏｎｅｗｓ ｎｅｔｎｅｗｓ２０１８ ／ １１ ／ ｂ３ａ６７３ｄ６ｄ３８ｅ ｈｔｍｌ，２０１９年８月２０日访问。

日本政府在１９９３年创设了“技能实习制度”。“研修生”研修满一年且通过技能测试
可获得“技能实习”的资格（属于非“就业资格”的“特定资格”的一种），实习期限为１
年，此后实习期限又延长到２年和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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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高技能的群体），而其他资格都并非为就业设置，其中“文化活动” “留
学”等资格是不得从事工作的资格，相关人员从事工作需要获得“资格外活动
许可”；而“技能实习”资格被认为是以学习技术而非就业为目的设立的。

根据学者的分类（见表１），外国人进入日本劳动力市场的法律上的渠道仅
有为高技能人群设置的渠道，但也存在非熟练技能劳动者可以进入的多重“事
实上的渠道”。而且，通过法律上的渠道进入受到一定的限制（其需要具备一定
的技能水平），而通过事实上的渠道进入受到的限制则不那么严格。因此，虽然
日本政府未设置以“非熟练技能劳动”为目的入国的在留资格，但也通过“边
门”渠道（包括日系人政策、技能实习制度、允许留学生的资格外活动）接收
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从中可见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中存在着言辞和输出之
间的偏差。

表１　 外国人进入日本劳动力市场的渠道分类
法律上的渠道 事实上的渠道

进入无限制 基于身份的资格（包括为日系人
设置的“定住”资格）

进入有限制 高酬劳的基于活动的资格（主要是
高技能外国人） 技能实习资格

自主选择进入 非高酬劳的基于活动的资格（主
要是“留学”资格）

资料来源：Ａｙａｋｏ Ｋｏｍｉｎｅ， “Ａ Ｃｌｏｓｅｄ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Ｒｅｖｉｓｉｔ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 ａｓ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Ｃａ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Ｖｏｌ ５６，Ｉｓｓ． ５，２０１８，ｐ ８ ．

（二）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输出和结果的偏差

对于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的“言辞”和“输出”之间的偏差，学界已有较
多关注。然而，要全面理解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的困境，还需要进一步关注政
策的输出和结果之间的偏差，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从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执行的结果来看，非法居留和就业的外国人的数量
在２００５年之后明显下降，而合法的外籍劳动者的数量在过去３０年持续上升
（如图１、图２所示）；然而，拥有“专门、技术领域”就业资格的外籍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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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占比却有所下降①，而近年来以技能实习生为代表的非熟练技能劳动者的数量
和占比则上升较快。从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的构成来看，日系人劳动者（主
要是日系巴西人）的数量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快速增长，曾是其中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但大批日系人在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后离开日本，其在全体外籍劳动者中
的占比仍在下降；② 与之相对，技能实习生的数量则快速上升，且其在全体外籍
劳动者中的比例也不断提升（从２０１１年到２０１８年，技能实习生的人数从
１３０１１６人上升到３０８４８９人，其在全体外籍劳动者中的占比从２００４年的不到
１０％上升到２０１８年的２１ １％）。

图１　 １９９３—２００６年历年在日外籍劳动者人数（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１９９３—２００６年历年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外国人雇佣状况报告》，参见「外国人雇

用状癋报告记者
#

表（Ｈ５ － Ｈ１８）」、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ｈｌｗ ｇｏ ｊｐ ／ ｂｕｎｙａ ／ ｋｏｙｏｕ ／ ｇａｉｋｏｋｕｊｉｎ０９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图中数据不包括非法居留和就业的外国人）

图２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历年在日外籍劳动者人数（单位：万人）
数据来源：２００８—２０１８年历年厚生劳动省发布的《外国人雇佣状况》，参见「外国人雇用状

癋の届出状癋について（报道
#

表）」、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ｈｌｗ ｇｏ ｊｐ ／ ｓｔｆ ／ ｓｅｉｓａｋｕｎｉｔｓｕｉｔｅ ／ ｂｕｎｙａ ／ ｋｏｙｏｕ＿
ｒｏｕｄｏｕ ／ ｋｏｙｏｕ ／ ｇａｉｋｏｋｕｊｉｎ ／ ｇａｉｋｏｋｕｊｉｎ － ｋｏｙｏｕ ／ ０６ ｈｔｍｌ。（图中数据不包括非法居留和就业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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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在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５年、２０００年、２００４年，拥有“专门、技术领域”就业资格的外籍
劳动者占全体合法就业外籍劳动者的比例分别为４４ ２％、２７ ４％、３２ ４％、３２ ５％。参见山
崎隆志「外国人

!

鮏者の就
!

·雇用·社会保障の现状と课题」、『レファレンス』、第５６卷
第１０号、２００６年、２０页。而这一比例在近年处于１８％左右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具有其他
资格的外籍劳动者的数量增加更快。

２００８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８年在日外籍劳动者中巴西人（绝大多数是日系人）的数量
分别为９９１７９人、９５５０５人、１２７３９２人，其在全体外籍劳动者中的占比分别为２０ ４％、
１３ ３％、８ ７％。参见２００８年－ ２０１８年历年发布的《外国人雇佣状况》，「外国人雇用状癋
の届出状癋について（报道

#

表）」、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ｈｌｗ ｇｏ ｊｐ ／ ｓｔｆ ／ ｓｅｉｓａｋｕｎｉｔｓｕｉｔｅ ／ ｂｕｎｙａ ／ ｋｏｙｏｕ
＿ｒｏｕｄｏｕ ／ ｋｏｙｏｕ ／ ｇａｉｋｏｋｕｊｉｎ ／ ｇａｉｋｏｋｕｊｉｎ － ｋｏｙｏｕ ／ ０６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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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过“边门”渠道进入日本的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数量不断增加的同
时，其权益受损的问题也日渐突出，这一结果和日本政府的政策输出存在着较
大的偏差。日本政府在设置日系人的“定住”资格时指出，“让移住海外的日本
人的子孙回到母国生活、学习日本文化、从事工作是理所当然的”，日系人劳动
者虽然仍是外国人的身份，但其享有的就业权利和日本本国劳动者并无较大差
别；而日本政府在设置技能实习制度时则强调“通过人才培养的方式向发展中
国家转移技能、技术和知识，从而推进国际合作”。然而，一方面，随着时间的
推移，在日本工作的日系人面临着被固定在劳动力市场底层的困境
（Ｔａｋｅｎｏｓｈｉｔａ，２０１３：１１７７），而且，伴随着他们在日本长期定居趋势的发展，其
语言能力不足等问题对其融入地方社区和在日本生活构成了障碍。日本法务省
２００６年的一份报告就将日系人政策认定为失败的政策（Ｔｉａｎ，２０１９：９），在
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中大量日系人劳动者失业（主要是日系巴西人），日本政府则
鼓励日系巴西人返回巴西，给自愿回巴西的人每人发放３０万日元，但条件是不
允许再回到日本就业，不少日系巴西人选择接受这一政策离开日本。另一方面，
伴随着技能实习生规模的扩大，其权益受损的现象日益突出①，这和日本政府强
调技能实习制度具有“国际贡献”和“技能转移”的功能存在着较大的偏差，
这一制度也招致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因此，比照“九零年体制”下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的输出和结果，可以认
为其中存在较为明显的偏差———虽然日本政府在设置接收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
者的“边门”渠道时强调对相关劳动者权利的保护，但伴随通过相关渠道进入
的外籍劳动者规模的扩大，其权益问题却日渐凸显。既有的研究通过分析“边
门”渠道设置的决策过程说明这一偏差的根源（Ｃｈｉａｖａｃｃｉ，２０１２），但这一解释
不能充分说明为何通过“边门”渠道进入的外籍劳动者数量会有快速的增长，
以及这些劳动者的权益问题的形成，而要回答这两个相关联的问题，还需要进
一步研究政策执行的社会嵌入及其影响。下文以日系人劳动者和技能实习生这
两类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为对象，分析塑造其跨国流动的移民体制和其嵌入
的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特征，进而研究政策执行的社会嵌入导致政策偏差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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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技能实习生的权益受损发生在跨国流动的过程和日常的生产和生活领域，前者包括
被收取过高的中介费、“和实习计划矛盾”“借人名义”导致技能实习生到其他职场工作等方
面，后者包括加班、低工资、劳动条件恶劣以及扣发工资等方面。例如，根据日本厚生劳动
省对数千家接收技能实习生的机构的调查，存在违反劳动标准相关法令情况的机构的比例近
年来都在７０％以上。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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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の状癋を公表します」，２０１７年８月９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ｈｌｗ ｇｏ ｊｐ ／ ｓｔｆ ／
ｈｏｕｄｏｕ ／ ００００１７４０９０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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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嵌入与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的偏差

（一）社会嵌入与日系人劳动者政策偏差的形成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由于日本经济的景气，“二战”前移民至拉美各国
（主要是巴西）的日本人的后代开始向日本“回流”。由于没有日本国籍的日系
人不具有就业资格，其进入日本之后多是非法就业。１９９０年《入管法》修订设
置的“定住”资格使得日系人（以下主要指日系巴西人）具有在日本自由就业
的权利。然而，伴随着９０年代日系人劳动者大量进入日本及其长期定居趋势的
发展，其工作和生活权益受损的问题日益突出。在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中，日系人
劳动者大规模失业并离开日本，日系人的数量在经济危机后大幅下降。

一些研究指出，由于日本政府坚持不接收移民的政策立场，其并未明确日
系人的外籍劳动者的地位，与日系人就业和生活相关的政策不健全，从而导致
日系人的权益问题。然而，要解释为何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大量日系人劳动者通过
这一“边门”渠道进入，以及为何其在享受较充分的法定权利的情况下仍面临
较为突出的权益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分析政策执行嵌入的移民体制和劳动力市
场的特征及影响。
１ ． 商业型移民体制与日系人劳动者的跨国流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日本政府设置日系人“定住”资格时，强调这一政策是出

于便利日系人访问故乡的考虑，淡化其外籍劳动者政策的属性，这导致日本政
府在与日系人劳动者国际供给相关的法律和制度方面缺少规划。在政府缺位的情况
下，商业型中介组织在日系人跨国流动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鷇口，２００２：８５）。

早期，日系人向日本的移民和就业多是依靠自身在日本的人际关系，而到
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伴随着日本人手不足现象的突出，在巴西出现了众多的
“打工旅行社”，他们和日本国内从事业务承包的公司进行合作，专门从事将日
系人介绍到日本就业的斡旋业务（Ｓａｓａｋｉ，２０１５：１２３）。在巴西的斡旋业者依靠
巴西各地的“承办者”招募希望赴日打工的日系人，为这些跨国移民提供机票
和旅费（之后从他们在日本的工资中扣除），并为他们接洽好就业的场所和居住
的机会。而在日本主要是由从事劳务外包的公司汇集企业的用工需求，和在巴
西的斡旋业者进行对接，并将到达日本的日系人劳动者派遣到企业中。斡旋业
者在其中要向希望赴日的日系人劳动者和日本企业收取一定的费用（丹野，
１９９９：５４）。由于从巴西向日本输送劳动力获益颇丰，推动日系巴西人跨国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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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斡旋体系在短期内快速扩张。这一套体系为赴日就业的日系巴西人提供了
“日本企业的用人信息、机场的接送、在日本的居住、旅费的代付、签证的代办
业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移民的成本和风险，从而促成了日系人的大规模流
动（池田等，２０１４：６７）。

在１９８８年到１９９１年的泡沫经济期间，由于斡旋体系的中介，再加上日本
政府新设置“定住”资格，大量日系巴西人进入日本就业。虽然１９９２年之后日
本经济陷入不景气，但在日的日系巴西人的数量仍在持续增加，这和推动日系
人跨国流动的移民体制中行为体的策略调整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方面，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日本劳务承包商选择开拓新的领域，推
动其属下的日系人劳动者的就业。他们扩展业务的地理范围，积极开拓新的地
域的劳动力市场；同时，由于汽车和电气行业等高工资的制造业部门受经济不
景气的冲击较大，劳务承包商也新开拓食品加工、农业等行业（小谷，２０１４：
２９）。另一方面，同一时期在巴西国内从事日系人移民斡旋的部门的运作也发生
了变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在巴西出现了名为“咨询商”的新中介形式，他
们并不和特定的业务承包商或是制造业企业有业务上的合作，其合作的对象主
要是日本国内向业务承包商提供劳动力的劳务派遣商。这意味着日系巴西人在
前往日本时可能并没有确定的工作，而是由劳务派遣商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将
接收的日系人劳动者派遣到从事业务承包的特定公司，以应对弹性化的市场需
求（丹野，２００６：４６）。由于市场的波动较大，日系人劳动者可能一时无法获得
就业的机会，但其在待业期间仍需要支付相关的费用（Ｓａｓａｋｉ，２０１５：１３２）。

在这一商业型移民体制的推动下，在日的日系人劳动者数量在１９９０年至
２００７年持续增加，使得原本为方便移住海外的日本人的子孙回到母国生活、学
习和工作而设置的“定住”资格成为重要的接收非熟练外籍劳动者的“边门”
渠道，然而其带来的一系列长远后果也导致日系人劳动者的权益难以得到充分
的保障。

首先，由于商业利益主导着移民体制的运作，日系人劳动者需要为移民过
程付出较大的成本。其次，由于这一商业型移民体制对日系人在日就业和生活
的广泛影响，日系人劳动者的社会交往主要围绕着不稳定的工作展开，这导致
了其和日本人的交往较为有限，且日系人彼此之间的社区纽带和团结发展得不
够充分。因此，日系人劳动者在日本的社会资本较为薄弱，不利于其在日本劳
动力市场上的上升（Ｔａｋｅｎｏｓｈｉｔａ ，２０１３：１１９２）。更为重要的是，虽然日系人劳
动者的数量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仍然增长，但在商业型移民体制的作用下，其就
业扩展到不安定的二次劳动力市场，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权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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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劳动力市场变动与日系人劳动者的脆弱性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泡沫经济的刺激下，日本企业普遍出现了人手不足的现

象，其雇用日系人劳动者主要是出于补充人手不足的考虑。同时，由于日本国
内生活水平的提升，大量艰苦繁重的工作无人愿意承担，而日系人劳动者成为
承担这些工作的重要群体。根据日本学者和研究机构在１９９２年前后对数百家企
业的多项调查，在回答“雇用外籍劳动者的原因”时，超过２ ／ ３的企业选择了
“人手不足”，而选择“降低用工成本”的比例不到１０％ （Ｈｉｇｕｃｈｉ ＆ Ｔａｎｎｏ，
２００３：３６）。

进入９０年代中期以后，日本经济陷入长期不景气，虽然在日本就业的日系
人的数量仍有所增长，但其嵌入的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有了较大的变化。由于经
济的不景气，日本制造业大企业在这一时期不再面临结构性的人手不足问题。
但在越发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企业需要灵活地应对生产规模的快速变动，
而提升雇用方式的弹性变得尤为重要。为此，日本企业选择大规模削减正式雇
用的人数以及扩大非正式雇用的规模。受此影响，一些企业将原本直接雇用的
日系人劳动者转为了间接雇用的劳动者，而围绕日系人劳动者形成的商业型移
民体制可以及时地调配劳动力，满足日本企业的需要。而且，由于日系人劳动
者的高流动性，在减量经营时对他们进行调整也更为容易（渡边，２００４：４１）。
因此，在９０年代中期之后，日本企业雇用日系人劳动者的主要动机不再是补充
绝对的人手不足，而是更好地应对市场的波动，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生产的成
本。２０００年在日系人劳动者集中的丰田市的一项调查显示，规模越大的企业雇
用的外籍劳动者中间接雇用的比例越高，且大企业选择“灵活应对市场变动”
作为雇用外籍劳动者主要理由的比例更高（超过了６０％），而“补充人手不足”
不再是主要的动机（鷇口，２０１０：４４）。

同时，如前所述，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日本劳务承包商也推动其属下
的日系人劳动者的就业转向食品加工、农业等较少受外部经济影响的一些行业，
而这些行业的生产性通常较低；同时，一些待遇较差的中小企业由于较难招到
劳动者也转而选择使用日系人劳动者，由于这些行业和企业在市场上的边缘和
脆弱的地位，在其中就业的日系人劳动者的处境也较为不利（小谷，２０１４：３６）。

因此，在９０年代中期之后日本经济调整的过程中，日系人劳动者嵌入的劳
动力市场呈现出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是向“相对稳定却收入较低的中小企
业”转移，另一方面则是向“需要高度弹性化用工的大中型企业中的不稳定的
工作”转移（Ｈｉｇｕｃｈｉ ＆ Ｔａｎｎｏ，２００３：４４）。从横向比较来看，日系人劳动者中
间接雇用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外籍劳动者，根据２００２年厚生劳动省的一项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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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系人劳动者中间接雇用的比例为５９ ３％，而在全体外籍劳动者中这一比例只
有２１ ２％ （渡边，２００４：３６）。因此，在日系人劳动者大规模进入日本之后
的１０多年间，其越来越深地嵌入在日本的派遣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正规就业
的机会被闭锁，其技能的提升也面临限制，很难在劳动力市场上实现向上的
流动。
２００８年的经济危机构成了日系人劳动者在日就业的转折点，由于日系人劳

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地位，其在很多企业成为调整雇用规模的对象；加
上日系人劳动者集中在制造业，其受到经济危机的冲击更显著（其失业率一度
高达４０％）。在危机之后，大批日系人劳动者选择了返回巴西定居，虽然近年来
日系人劳动者的数量有一定的回升，但很难再回到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前的水平。

本节的分析表明，日本政府为日系人设置的“定住者”资格使得其具有在
日本工作和生活的较多权利，但在政府规制缺位的情况下，日系人的跨国流动
和就业嵌入在商业型移民体制和日本弹性化的劳动力市场中，且两者相互匹配，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推动了日系人通过“边门”渠道大量进入日本，成为非熟练
技能外籍劳动者的重要来源。然而，日系人劳动者对这两方面体系的依赖也导
致了其在日就业和生活的脆弱性，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之后，日系人劳动者的大量
失业和被迫回国突出体现了这一依赖的负面效应。

（二）社会嵌入与技能实习制度执行中偏差的形成

在近年日系人劳动者数量趋减的同时，技能实习生的数量却在快速增加，
技能实习制度对于补充日本劳动力不足的重要意义日益凸显。从制度的缘起来
看，１９９０年《入管法》的修改放松了接收研修生的企业的准入门槛，但研修生
的在留资格并不是就业的资格。在此之后，经济界的一些团体提议创设研修期
满后可继续从事实务活动的“技能实习”资格。但政府各部门在技能实习制度
创设的过程中形成了统一战线，“坚决阻止接收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小池，
１９９６：２６）。技能实习制度最终于１９９３年创立，日本政府强调设置技能实习制
度是出于国际贡献和国际合作的考虑，而不是为了接收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
这一制度的出台是政府和企业妥协的结果，因而其兼有“技能转移”和“劳动
力供需调配”的功能。

从制度运行的后果来看，伴随着技能实习生的大规模增加，技能实习制度
“劳动力供需调配”的功能越发显著，而技能实习生权益受损的问题却越发突
出，制度的“技能转移”效应较为有限。在２０１６年之前，中国技能实习生占技
能实习生总数的一半以上。为此，以下将以中国技能实习生为对象，分析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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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制度运行嵌入的移民体制和劳动力市场的特征，研究它们是如何在推动技
能实习生大量进入的同时导致了其严重的权益问题。
１ ． 移民体制的商业化与技能实习生的跨国流动
技能实习生在中日之间的跨国流动既受到日本技能实习制度的影响，也在

中国对外劳务合作的框架下展开。从中国技能实习生赴日的跨国流动过程来看，
日本中小企业如果有招收技能实习生的需求，需向监理团体提出，然后由监理
团体和中国国内有合作关系的对外劳务合作机构（也称为派遣公司）进行联系。
在中国国内，一般是“由派遣公司与县劳动局等当地政府部门合作，通过电视
等媒体广告招人；招到人后，派遣公司向日方接收单位通报，后者再派人前往
中国面试” （新浪网，２０１１）。面试过关后，技能实习生需要在国内接受３

!

６

个月的培训。在进入日本后，监理团体负责技能实习生最初数月的研修，然后
技能实习生被派遣到各实习的机构和企业中。

因此，中国技能实习生赴日的跨国流动过程呈现出两方面的特征。首先，
作为供需双方的技能实习生和日本的接收企业并不直接在跨国劳务市场上进行
接触和谈判，在两者之间有着众多的中间行为体。在中国国内，除去拥有对外
劳务输出经营权的机构之外，一些个人也会借助拥有权限的大型派遣企业的名
义从事劳务输出业务。在日本，主要是由监理团体负责为中小企业招募实习生。
早期的监理团体多是特定行业中的中小企业自主结成的，更多具有互助的色彩。
随着技能实习业务规模的扩大，在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多业种组合”，它们
专门从事技能实习生的人才派遣，而且不局限于特定的行业，有求必应，虽然
其为日本中小企业接收技能实习生提供了便利，但也使得技能实习制度的商业
化色彩越加浓厚（上林，２０１５：５２）。

其次，经费在这一跨国流动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从中国技能实习生
的派出来看，其需要向从事对外劳务合作的机构支付一笔不小的费用，此外，
还有实习生出国前自行负担的各种费用（目前中国技能实习生的总出国费用多
在３万到４万元）。２０１２年颁布的《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规定，对外劳务
合作企业不得向劳务人员收取押金或要求劳务人员提供财产担保，但目前仍有
一些技能实习生在赴日前缴纳了押金，而押金在技能实习生回国后被扣留一部
分甚至完全没有返还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经费在日本技能实习制度的运作过程
中也是重要的因素。一方面，监理团体每个月要给中国国内负责技能实习生派
出的机构支付１万至３万元不等的费用，同时他们每月要向其监理下的负责技
能实习的机构收取１万至２ ５万日元不等的费用（都是平均到每位实习生的费
用）。而且监理团体还要根据接收的技能实习生的规模向全国层面的国际研修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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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机构（英语简称为ＪＩＴＣＯ）缴纳一定的费用。因此，塑造中国技能实习生跨
国流动过程的移民体制具有行为体和经济利益关系多元的特征，商业化色彩较
强，其虽然便利了技能实习生向日本的流动，但也和技能实习生权益问题的出
现有较强的关联（程多闻，２０１９）。

第一，由于技能实习生在出国前缴纳了一笔金额较大的服务费，他们在日
期间其更愿意从事额外的加班，以便在有限的实习期间获得更多的回报；此外，
即使对工作环境不满或权益受到损害，但考虑到前期的金钱投入和更换工作的
不易，很多实习生也会选择忍受。第二，接收技能实习生的企业在负担正常的
工资之外还要交给监理团体一定的费用，因而在每位实习生身上花费的额外费
用并不低。为了减少成本，接收企业经常会选择压低技能实习生的工资，或从
工资中多扣除住宿费等费用。第三，行为体的多元化和经济利益的纠葛还导致
了日本国内对技能实习制度监管的不力。在２０１６年之前，对实施技能实习的企
业的监管有监理团体和ＪＩＴＣＯ两重渠道，但监理团体和企业之间以及ＪＩＴＣＯ和
监管团体之间都存在经济利益的关联，彼此之间的关系类似于顾客的关系，很
难实现有效的监督（

$

月，２０１４：４９）。
２ ． 劳动力市场与技能实习生权益问题
特殊的移民体制塑造了中国技能实习生赴日的跨国流动过程，在进入日本

之后，技能实习生进入特定类型的企业。一方面，技能实习生多是由中小企业
通过团体监理型的渠道接收；① 另一方面，从行业部门的分布来看，技能实习生
早期主要分布在纺织业和制造业，但近些年食品制造业（主要是水产品加工）、
农业和建筑业接收技能实习生的比例大幅上升。因此，技能实习生嵌入的劳动
力市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和技能实习制度执行过程中的政策偏差有着较强
的关联。

首先，技能实习生进入的行业多是日本的“夕阳行业”，其中的中小企业面
临着产业升级和市场竞争的压力，它们希望通过技能实习生的引入补充急需的
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更好地应对市场的波动。市场竞争的压力使得进入这
些行业的技能实习生面临着繁重的工作压力，其权益很难得到保障。例如，在
接收了大量中国技能实习生的纺织业中，为了更好地应对中国等新兴国家企业
的冲击，日本的中小纺织企业走上了灵活生产的道路，经常被要求在短期内快
速完成订单。在这些企业看来，吃苦耐劳，且工资水平较低的中国技能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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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合适的劳动力（佐藤，２０１３：４８）。在巨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下，日本纺织
企业对中国技能实习生权益的保护力度较为有限，是技能实习生权益受损的重
灾区。

其次，许多接收技能实习生的中小企业是大企业的下层分包企业，它们在
市场上处于较脆弱的地位，利润空间有限，无法提供像大企业那样的劳动条件，
而恰好技能实习生要求的劳动条件较低，因而这些企业选择大量接收技能实习
生来完成从大企业承接的业务。例如，根据２００９年对日本北关东地区汽车行业
的一项调查，技能实习生主要分布在三次分包（规模为１５０

!

３００人）和四次分
包（规模为１００人以下）的企业。相应地，技能实习生在市场上的地位也很低。
根据日本学者２０１２年对爱知县的一项调查，技能实习生的工资多处在行业最低
工资水平（每小时７００

!

８００日元），而日系巴西人工资水平多处在每小时
１０００

!

１５００日元的区间（上林，２０１５：３９）。
此外，日本企业大量采用技能实习生作为劳动力的补充也是出于有效管理

的考虑。与临时工、派遣工人、日系巴西人等非正式工人相比，技能实习生在
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上处于被“隔绝”的状态，其被要求在同一企业工作３

!

５年
的时间，因而企业不太担心技能实习生对劳动过程不满而选择“用脚投票”。由
于日本企业使用技能实习生的重要考虑之一是强化企业在生产管理中的权力，
技能实习生在日常生产中面临着较大的压力，其权益问题的产生也难以避免。
日本企业对技能实习生的管理还延伸到了生活领域，多数技能实习生居住在雇
主提供的宿舍中，并每月从工资中扣去一定的金额作为住宿费，其再生产模式
突出体现为“宿舍劳动体制”。“宿舍劳动体制”以雇主向雇员提供集中居住场
所的方式实现“生活—工作一体化”，强调对劳动者个体的限制和对劳动者个人
生活的介入，使得雇主能实现对实习生的全天候管理，且能达到实习生相互监
视的效用，并防止实习生在工厂外发展人际关系，其也构成了技能实习生权益
受损的重要根源（津崎，２０１３：１１）。

本节的分析表明，技能实习生的跨国流动呈现出行为体和利益多元的特征，
且商业化的色彩较强，这一商业化的移民体制推动了技能实习生数量的增加，
但也是导致其权益受损的重要因素。同时，技能实习生多集中在“夕阳产业”
的中小企业中，这些企业通过大量引入技能实习生以削减成本，灵活应对市场
需求。在企业内部，管理方式呈现出较强的家族主义式色彩，并使得“宿舍劳
动体制”主导了技能实习生的日常生活，技能实习生的基本权利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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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

本文指出，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中存在政策的输出和结果之间的偏差：日
本政府在坚持不接收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的立场的同时也设置了接收非熟练
技能外籍劳动者的“边门”渠道。虽然日本政府设置“边门”渠道时强调保护
劳动者的权利，但伴随进入的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规模的扩大，其权益问题
却日渐凸显。本文以政策执行的社会嵌入为视角，通过理论分析和对日系人劳
动者和中国技能实习生的个案研究，解释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偏差的形成机制。

个案研究表明，日本政府为日系人设置的“定住”资格为他们向日本的
“回流”和就业提供了便利。然而，由于日系人的跨国流动和就业嵌入在商业型
移民体制和日本弹性化的劳动力市场中，虽然其数量一度快速增加，但他们很
难在日本的劳动力市场上向上流动，且在日本的社会融入也面临各种困难。受
到２００８年经济危机的冲击，大批日系人劳动者选择回国，而技能实习生则取代
其成为日本最重要的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群体。虽然日本政府强调技能实习
制度的国际贡献，但技能实习生的跨国流动过程为商业化的移民体制所塑造，
在这一体制运转的过程中，技能实习生权益受侵害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在
这一体制的调配下，技能实习生进入日本劳动力市场的底层，其生产和生活方
面的权益也很难得到较好的保护。

本文的分析表明，日本政府在设置接收非熟练技能外籍劳动者“边门”渠
道的同时，主要依托商业化的力量管理这些劳动者的跨国流动，这些劳动者的
大量进入也满足了日渐弹性化的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从推动经济发展的角度来
看这一政策似乎有其成效，但政策执行的这种社会嵌入的后果却是非熟练技能
外籍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受到限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地位也很难得到提升。近
３０年来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的偏差突出体现了当代发达国家劳工移民政策存在
的结构性困境。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弹性积累体制下，获得大批“廉价的”
和“一次性使用的”劳动力尤为重要，而劳工移民治理的“市场化”通过提供
大量短期、可轮转的外籍劳动者满足了这一需求。然而，这种市场化也导致了
劳工移民“虚拟商品化”趋势的发展，他们不仅被迫和母国的生存资料分离，
也成为接收国劳动力市场上不稳定的客体（Ｏｎｕｋｉ，２０１６）。

日本政府近年来开始对外籍劳动者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如从２０１７年起新设
许可法人“外国人技能实习机构”，负责发放监理团体许可和认定技能实习计划
等相关事务，而２０１９年修订版《出入国管理法》也规定新设置“出入国在留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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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厅”，“计划向外国劳动者提供就业及生活方面的支持，排除黑中介”。然而，
伴随着日本政府放松对外籍劳动者接收的规制，劳动力市场对政策执行的影响
将更加突出，如果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制无法同步跟上，日本外籍劳动者政策的
困境在短期内很难有较大的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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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请组建专栏暨２０２０年征稿启事
本刊自创刊以来，一直坚持以专栏的形式集中反映公共管理学科与实践

领域的热点、重点问题以及引领学术讨论，专栏已成为本刊的最重要特色
之一，并深受各界的好评。为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本刊诚挚邀请在公共
管理领域学有专长的学者与我们一起组建专栏，把此一品牌栏目办得更好。

有组建专栏意向的学术同仁，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并请提交拟组建专
栏的初步计划书。计划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专栏主题、文章篇数、初定的
题目、参与的作者的基本信息和交稿日期。

另外，本刊也非常乐意与相关大学和研究机构合作，通过组织学术会
议、论坛等方式，推动学科发展，将杂志作为学术交流和成果输出的重要
平台。
２０２０年本刊较为关注的议题有：公共管理理论前沿与新方法、公共管理跨

学科研究、科技体制改革、区域协调发展、市场准入与监管、金融监管、商事
制度改革、现代预算与财政制度改革与建设、健康中国、干部队伍建设与考核、
行政伦理、绿色监管、智慧城市研究、地方治理创新、事业单位改革、技术
（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发展与公共管理、重大政策评估、工作—生活平衡、
儿童福利、教育政策与教育管理、智库研究，等等。

欢迎各位学者能就以上议题或者其他重要议题为本刊组建专栏或赐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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